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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共识危机，其实是一场深刻的元价值危机。它

表现为进退失据，左右分裂，众口千辞，莫衷一是。这种元价值危机

使得传统的社会动员方式和社会整合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例如，

官方宣传和官方媒体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交

集正在逐步减少；与此同时，民间话语也出现了分裂。即使是官方话

语内部，也充满了矛盾：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与现实的政策、实践时

常处于矛盾之中（如“依靠与相信人民群众”话语与“维稳”政策之

间的矛盾；“居者有其屋”的话语与“土地财政”、“住房保障”不

作为的实践；“三个代表”的话语与“三公”消费的实践；“科学发

展观”的话语与环境污染的现实等）。“说一套，做一套”，成为许

多人对官方理论话语和行为取向之间的矛盾的评判。所有这一切，或多

或少都源于元价值危机。究竟什么是元价值危机？面对元价值危机，我

们应该怎么办？

何谓元价值？

价值或价值观是人们用来对事物的是非作出判断和评价并作为行为

取舍的一套依据。例如，“诚信”作为一种我们所信奉的价值观，会使我

们谴责撒谎，并力求避免自己的撒谎行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价值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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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秩序的维系力量。之所以如此，源

于价值的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价值是内

化到内心的一种自我约束、自我驱使的心

理力量。它形成于社会化过程。通过这个

过程，前一代人的价值被灌输到后一代人。

尽管当代人会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形成不

同于前代人的新价值，许多传统的价值依

然会通过社会化机制（如家庭、教育、社

区、宗教、媒体等）而得到不断的传承。

这种内化到内心结构中的价值，是一种自

我监督、自我实现和自我驱动的心理力量。

一旦违背了这种价值，个人就会实施内心

的自我制裁（如内疚感、愧疚感等）。第

二，价值对于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不但在

于它是内化的，更重要的在于它往往是由

众人所共享的。价值的共享性导致两个后

果。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人拥有相同的价

值，大大减少了社会互动与社会合作的不

确定性，因为它使人们对彼此的行动形成

了模式化的、稳定的预期。预期一旦被证实，

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预期。这种稳定的预

期使得人们的行为产生了秩序感和控制感。

另一方面，套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话，

价值的共享性意味着价值不是私人的事情，

而是一种“社会事实”。一个人一旦违背了

某种价值，就会遭到社会的制裁（如舆论

谴责、经济惩罚、社会排斥等）。根据涂

尔干的观点，这种共享性的价值变成一种

类似于“物”的东西，获得了外部性、客

观性和不可抗拒性的特征。可以说，价值

是一种实现社会整合、解决社会秩序何以

可能的重要因素。

价值是有层次之分的。那种处于终极

地位、对其他具体的价值进行统摄的、更

为根本性的价值，可以称为“元价值”。

元价值是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元价值的

社会功能有二：第一，元价值提供使全体

或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行动呈现出某种程度

上的一致化、同步化、模式化和秩序化的

基本行为模本；第二，元价值为社会成员

的各种具体行动划定基本的边界和底线，

并禁止人们突破这些边界和底线。元价值

从最基本的层面为社会成员提供方向指

南，而社会成员的各种具体行动就是在元

价值所指定的大方向下展开的。可以说，

没有元价值，社会成员就会没有方向感。

与此相联系，他们的人生意义感也会因此

打折扣。元价值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么大的

作用，是因为元价值是建立在基于对世

界、人生和社会的终极解释基础上而形成

的一套信念、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西方历

史来看，中世纪的宗教是传统社会元价值

的主要来源，而启蒙话语则是现代社会元

价值的主要来源。

元价值的社会功能在于为社会提供方

向和秩序，着眼于社会系统的整合与秩序

的长期延续。既然任何时候都需要整合，

也都需要秩序。因此，任何时候都需要元

价值。但问题在于，社会需要怎么样的元

价值。元价值在为社会提供方向和秩序的

同时，是否会因为对个人构成过度束缚和

抑制而损害社会的整体效率和活力？这个

问题，就是启蒙话语对中世纪基督教提供

的元价值所提出的质疑之一。社会秩序和

个人自由是人类面临的一对永恒的矛盾。

传统的元价值往往是用牺牲后者来换取前

者，而现代社会的元价值则是力图实现二

者的统一。可以说，传统社会的元价值是

一种抑制性元价值（通过抑制个人自由而

实现社会整合和秩序），而现代社会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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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一种调节性元价值（通过协调社会

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关系而实现二者的最

佳结合）。

尽管在传统社会中，宗教所提供的元

价值对个人产生了过度抑制的作用，但由

于它内化到人的内心，并具有广泛的共享

性，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整合作用。人

们如此痴迷于这类自我抑制性的元价值，

是因为宗教为人们的来世世界提供了一种

终极性的想象性解释。在基督教看来，人

是有“原罪”的，为了进入天国，享受来

世的幸福，现实中的人们必须“赎罪”，

这种对来世世界的宗教刻画，也可以称为

目标性元价值。它对信徒们产生了感召和

召唤的作用，并促使信徒们在尘世世界

中采取各种自我抑制的行动，以实现死后

上天堂的目标。人们在现世的自我抑制，

是建立在对来世幸福的深信不疑的基础

上。如果关于来世世界的想象性解释遭到

质疑，现世中的自我抑制就失去了价值支

撑，而变得难以为继。

启蒙话语的出现以及科学技术的产

生，恰恰对宗教关于来世世界的解释产生

了致命的冲击。基督教关于世界和人生宿

命论的解释对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吸引

力。导致这个结果的主要力量就是伴随科

学而出现的现代理性主义。马克斯·韦伯

把西方社会所经历的这个过程称为社会的

理性化和世俗化。在理性的审视下，世界

去魅化了。

问题在于，既然宗教为社会提供了元

价值，那么，在宗教衰落以后，社会的元

价值由谁来提供呢？按照涂尔干的说法，

西方社会在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

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失范”。由于传统

的元价值的崩溃，而新的元价值还没有成

型，社会成员变得无所适从，空虚感在弥

漫。与此同时，物欲主义、享乐主义和机

会主义在流行。

正是为了弥补宗教衰落以后所出现的

元价值真空，西方社会逐步形成并完善了

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元价值。这就是调节

性元价值（或者也可以称为“契约性元

价值”）。它包括自由、平等、博爱、公

平、正义、民主、法制、契约、人权等全

局性、根本性的价值。西方的理性主义者

力求提出一种妥善处理个人自由与社会秩

序、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元价

值。例如，他们宣称，个体可以追求个人

的自由和利益，但不能以妨碍或牺牲他人

的个人自由或利益为代价。于是，为了使

大家都可以实现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并

避免个人在追求个人自由的过程中对他人

的自由和利益造成损害（避免个人追求自

由行为的负外部性），就必须对自我的

行为划出边界，设定一定的约束，为此就

需要订立社会契约。这些社会契约旨在调

节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社会整体利益与

个人利益的关系，因此而成为调节性元价

值。这种调节性元价值在保障了个人的自

由和利益的同时，也保障了社会的整体秩

序和整体利益。它不去告诉人们有关人类

的终极目标在哪里，而是告诉人们，人与

人结合为社会，需要遵循怎么样的规则，

才能达到最优的质量和效率。

目标性元价值：从召唤到危机

在改革开放前，支配中国社会的元价

值，主要是目标性元价值。这一套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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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特点，就是明确界定人类社会有一

个终极目标或理想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

中，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与人高度平

等和自由，人们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

配”的原则。关于这个终极目标的憧憬和

信仰，就构成理想主义的元价值。它成为

感召、动员人们参与到革命与建设大业中

的一种力量。从理想主义元价值中还能演

绎出一系列其他元价值，包括集体主义价

值（个人服从组织、集体利益优先于个

人利益）、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

值、党员与干部以身作则的价值、利他主

义价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众主

义价值（密切联系群体、一切依靠人民群

众）、劳动者最高尚的价值、先民主后集

中的价值，等等。在这种理想主义元价值

的支配下，一旦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或

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它无条件地

要求个人放弃个人利益，优先照顾集体利

益。因此，在处理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

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上，这种

理想主义的元价值往往要求个人采取自我

抑制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个人自由

和个人利益，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整体

利益。显然，这种目标性元价值是一种抑

制性元价值。它通过要求个人抑制自己的

私利来谋求远大理想的尽早实现。

这种理想主义的元价值曾经焕发出巨

大的社会动员威力。其威力的高峰是在“大

跃进”时期。很遗憾，到了“文化大革命”

后期，这种目标性元价值（理想主义元价

值）逐渐失去了效力。理想主义元价值最

大的脆弱性在于它把理想放在了现世，而

不是来世（像基督教所说的那样）。来世

理想是不可验证的，而现世理想是可以验

证的。既然现世理想是可验证的，那么，

随着理想主义元价值所指导的社会实践的

展开和推演，人们应该离理想或目标越来

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生活变得越来越

好，而不是越来越差。但现实是，人们的

生活变差了，人们离理想社会的目标似乎

更远了。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搞

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民还是那么

穷，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能

是贫穷的。贫穷的结果，让人们质疑理想

主义的元价值。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元价

值强调劳动者光荣、干部要以身作则，吃

苦在前享受在后，但在文革后期，“走后门”

的风气蔓延，干部特权与理想主义元价值

背道而驰。

改革开放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要实现元价值的转型。但问题在于，

这个转型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要国家公开宣布摈弃理

想主义元价值是极端困难的。一方面，改

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本人就曾经是这

个理想主义元价值的信奉者，他不可能在

晚年否定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及其元

价值；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参

加过革命的“打江山”一代还健在，要让

他们放弃理想主义的元价值，是不可能的

（即心理退出成本太大）。此外，在摈弃

了理想主义的元价值以后，必须用新的元

价值来填补元价值真空，但国家还没有可

替代的、可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元价值的元

价值。

但是，事实上，国家在客观上又必须

借鉴西方社会的某些元价值，如自由、民

主与法制。以自由为例，市场化的改革其

实就是体现西方社会有关自由的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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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给予人们以经济自由。于是，国家面临

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国家需

要引进西方社会的某些调节性元价值（如

个人自由），以便推动市场化和经济自由

化改革，克服计划经济效率不高、人民贫

困的结局，以挽回党和政府的声望。另一

方面，国家又不能公开摈弃传统的理想主

义元价值。否则，“打江山”一代不会答

应，其他社会成员也会陷入思想困惑。

面对这种困局，国家只能在元价值问

题上采取战略性模糊的策略。于是，邓小

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

的口号。1992 年，他进一步提出“不争论”

的口号，劝告人们不要纠缠于元价值问题

上的争论，而是要绕开这个问题，把这个

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尽管国家在各种仪

式性场合上依然提倡理想主义元价值，但

在经济实践中，却有选择地奉行西方社会

的某些元价值（如自由的价值）。可以说，

国家所“做”的与国家所“说”的存在一

定的出入。国家的“言行不一”事实上是

转型期元价值危机的体现。

为了缓解言行不一的困局，国家淡

化了对元价值的论述。几乎所有的有关元

价值的表述，均被转换成技术性表述，即

用中性的、技术性的语言来加以包装（如

“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也可以有市场”），以便回避有关元

价值的争论。关于元价值的国家论述的弱

化，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国家话语的社会整

合力。权力寻租、官员腐败与腐化、官商

勾结便成为屡禁不止的现象。“三公”消

费、公共财政不透明、环境污染、商品住

房价格飙升与住房保障不足，等等，在某

种程度上，均是元价值在国家层面上弱化

的结果。与此同时，元价值的弱化，也导

致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工具主义在民众

中间流行。民众与官方之间的“离心离

德”现象，也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超越元价值危机：建设调节性元价值

实践证明，把对未来社会的宏伟承

诺作为目标性元价值，并以此作为对社会

制度和社会生活加以安排的依据，会面临

很大的风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任何宏

伟的承诺，都是有风险的。由于社会发展

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人们很难作出精确

的预测。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关于未

来社会蓝图的承诺，便难以完全避免落空

的风险。一旦关于未来的宏伟蓝图的承诺

落空，以此作为理想主义的元价值的生命

力，也就寿终正寝了。我们在计划经济时

期已经为此吃过大亏。而改革开放实践，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减少对这个让我们

“吃过亏”的目标性元价值的依赖。

但是，任何一个社会，均不能缺少起

社会整合力量的元价值。既然目标性元价

值容易让我们陷入风险，那么，我们就应

该建立调节性元价值，并用它来替代目标

性元价值。调节性元价值并不是建立在关

于未来的终极目标或理想蓝图的基础上所

形成的价值，而是一种着眼于调节个人自

由与社会秩序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

利益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根本性的价值。这

种价值是建立在关于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

理性思考基础上，并以契约的方式形成的

元价值。如“公平”、“正义”、“民主”、“法

制”就是这样的一种元价值。它们不是对

未来社会的终极目标的承诺，而是对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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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都存在的人际关系或个人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的一种基本的调节性原则。

这种调节性元价值好处之一，是超越

了“路线”之争。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

也不论是资本主义的信奉者，还是社会主

义的信奉者，都不反对“公平”、“正

义”这样一种调节性元价值。因此，正如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所说，在公平、正义

问题上（即在调节性元价值上），是最

容易达成社会共识的。 人 类 社 会 的 终 极

目标是很难预测的，如果不是不可预测

的话。把这种难以预测的终极目标作为

元价值，并借此作为社会制度安排的依

据以及社会感召和社会动员的力量，很

容易因为目标性元价值未能兑现而失去

效力。事实上，中国民众关心的并不是

未来的终极目标，因为这个目标离他们太

远。他们关心的是当下的处境。在这个处

境中，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

法制等价值常常被践踏。因此，如果把这

些价值抬高到元价值的地步，把它们当做

对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进行安排、对社会

关系加以调节的根本性的价值，将极大地

激活出社会整合力。

民众最厌恨的，其实是打着目标性元

价值的旗号，来违背调节性元价值。城市

土地拆迁和土地征用所引发的冲突、环境

污染所引发的抗争、住房保障不足与商品

房价格飙升所引发的怨恨、“三公”消费

的膨胀所引发的批评、权力寻租与腐败所

引发的仇官心理、国企高管的巨额收入所

引发的不公平感、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及其

议政能力不足所引发的非议等，均是因为

违背了调节性元价值。只要能够借助调节

性元价值有效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

与社会整体利益、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

间的关系，人们无需太关心人类社会未来

的终极目标会是怎么样的。事实上，只要

严格遵循调节性元价值，人类社会就一定

会走向繁荣富强、社会和谐、天下归心。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人

一直致力于建设调节性元价值。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就大力提倡民主与法制（即

调节性元价值），并推动了普及宪法的运

动。很可惜，这种建设调节性元价值的努

力没有坚持下来。技术性的、临时性的“稳

定压倒一切”的策略压倒了关于建设调节

性元价值的努力。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

的论述，其实也是一种调节性元价值。很

可惜，我们在实践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这个策略上做得很到位，甚至很

过头。但是，在实践“共同富裕”的元价

值论述上，做得远远不够。原因之一，就

是我们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指导经济和社会

实践的调节性元价值。1990 年代提出的“三

个代表”和 21 世纪初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也是试图用调节性元价值来弥补目标性元

价值弱化所留下的空白。很显然，国家领

导层事实上已经有了诉诸调节性元价值来

进行社会整合的想法。

用调节性元价值来取代目标性元价

值，已经成为上下同心的一个共识。现在

的问题在于，现有的调节性元价值的大

众性和契约性不足，导致民众对国家所

提出的调节性元价值缺乏足够的反响。正

因为调节性的元价值还没有在民众心中扎

根，因此，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无法根据

调节性元价值得到调节。于是，在缺乏调

节性元价值来有效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情

况下，国家不得不继续依赖硬实力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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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调节性元价值的无力，常常导致弱

势群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种不公正待

遇又促使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在无

法有效依据调节性元价值来处理这种抗争

的情况下，硬实力似乎成为唯一可以倚重

的“维稳”手段。调节性元价值的弱化给

国家所造成的困局，可见一斑。

真正有效力的调节性元价值，一定是

通过社会各种利益群体或其代言人经过充

分的讨论、协商、辩论所形成的，一定是

经过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言人经过充分的博

弈而达成的。调节性的元价值只有充分的

博弈，尤其是让人民参与博弈的过程中来

形成，才会在最大程度上凝结社会的共识

面，兼顾和平衡各方的利益，也因此才

能获得最高的权威和效力。这种经过充

分博弈而形成的调节性元价值，还必须

凝固为社会契约，使其成为一种调节社

会各群体之间、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个

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基

本性准则。具体来说，调节性元价值必须

体现在宪法中。让调节性元价值发挥对社

会关系的调节作用，事实上就等于让宪法

成为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最根本的法律。

凡是违背宪法的行动和实践，必须得到纠

正。宪法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

的权威。

责 编∕凌肖汉

The Crisis and Transcendence of Social Meta-values
--From the Objective Meta-value to the Regulatory Meta-value

Wang Ning

Abstract: The crisis of meta-value is one of the crises facing Chinese society.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pursued an objective meta-value.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a meta-
value disappears along with the broken value promis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ough 
the objective meta-value became increasingly ineffective, but the state could not simply give it up. 
Meanwhile, the state failed to establish a set of effective regulatory meta-values to fill the vacuum 
in social integration left by the objective meta-value. To overcome the ongoing meta-value crisis, 
China must increase its efforts to develop the regulatory meta-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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